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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脆弱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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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有关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局地尺度，在宏观尺度上的研究较少。 重点脆弱生态区是我国

改善生态环境的主要目标区域，在定量评估我国重点脆弱生态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土壤保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和产水服

务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系数法并结合植被分布场数据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１）２６ 年间，重点

脆弱生态区的土壤保持服务、ＮＰＰ、产水服务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且 ３ 种服务的年际变化较小，但均有上升的趋势；（２）
重点脆弱生态区的 ３ 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是整体上协同，局部权衡的关系，并且协同关系呈减弱的趋势；（３）生态恢复区的生

态系统服务的协同程度大于非生态恢复区，权衡关系减弱的动态变化趋势高于非生态恢复区。 定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

协同关系的时空特征，有利于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相互关系在时间上的非线性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对重点脆弱生态区生态系

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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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各种惠益［１］，它是通过生态系统的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

产品和服务［２］，是连接自然环境与人类福祉的桥梁［３］。 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主
要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和相互增益的协同关系［４⁃５］，加强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的理

解，有利于提高生态系统总体效益、保证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供给［６］。
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以及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学

者已对此做了很多研究。 Ｙａｎｇ 等［７］利用玫瑰图以及生产可能性边界（ＰＰＦ）的方法，对关中⁃天水地区的碳固

存、产水和土壤保持之间的权衡与协同效应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碳固存与土壤保持之间是显著权衡关系，碳
固存与产水量以及产水量与土壤保持之间是协同关系。 Ｌａｕｔｅｎｂａｃｈ 等［８］ 比较分析了 ３ 种（地图对比法、情景

分析法、基于优化景观权衡分析法）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方法，结果指出地图对比法和情景分析法是目前研

究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有效方法。 Ｈｏｗｅ 等［９］通过分析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案例发现

权衡记录几乎是协同增效的 ３ 倍，权衡比协同更能带来理想结果。 傅伯杰等［１０］ 以黄土高原地区为例探索了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及区域集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壤保持、碳固定具有正效应，与产水量

之间存在负效应。 陈登帅等［１１］利用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预测了渭河流域 ２０５０ 年在最优生态系统服务下的土地

利用格局。 王鹏涛等［１２］基于逐像元偏相关的时空统计制图方法对汉江流域的土壤保持服务、产水服务、ＮＰＰ
进行空间制图，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 但是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研究多集

中在局地尺度，对宏观尺度的研究较少［３］。
生态恢复是通过人为干预、启动或促进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程的活动，被认为是应对生态退化，改善生态

系统服务的有效手段［１３］。 生态恢复能够从物种组成、生态系统功能、景观环境和生态系统稳定性 ４ 个方面对

生态系统产生作用，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自我维持能力从而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
对于生态恢复的研究也逐渐聚焦到生态系统服务上来［１４］。 Ｒｅｙ Ｂｅｎａｙａｓ 等［１５］对全球范围内 ８９ 项生态恢复案

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生态恢复与生态系统服务呈正相关关系，能够促使生态系统服务恢复 ２５％，但尚

未达到退化前水平。 Ｄｊａｎｉｂｅｋｏｖ 等［１６］发现造林对生态系统服务有很大影响，它可以保持土壤且增加碳汇，但
是会使产水量降低。 Ｊｉａ 等［１７］研究表明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影响下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之间表现出权衡关系，
调节服务之间表现出协同关系。 Ｋｏｃｈ 等［１８］ 分析证明了西澳洲实施的红柳桉树林恢复项目使得该区域的碳

固存和水源涵养得到明显改善。 Ｍａｒｔｏｎ 等［１９］证实了美国湿地保护项目和保育休耕项目恢复了湿地和滨岸缓

冲带由农田开发而丧失的水质净化服务。 孙艺杰等［２０］探究了退耕还林政策和地形坡度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与协同关系动态变化的影响。 虽然目前已有很多研究来证明生态恢复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善作用，但是目前

还没有系统地评价恢复行动在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效力［２１］。 过去 ５０ 年来，我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开

展了大量的生态恢复技术研发工作以及大量的生态工程建设，这些工程有的已经显现出一定的效益，有的还

处在摸索和调整阶段。 由于生态恢复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价能够为生态恢复提

供反馈信息，进而为改善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有益的信息参考。 因此探究生态恢复对生态系

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影响对进一步调整生态恢复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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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据统计，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 ５５％［２２］，并且大多位于生态过渡区和植被交错区，是典

型的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交错带，也是我国目前生态问题突出、经济相对落后和人民生活贫困区，同时也是

我国环境监管的薄弱地区。 目前对我国重点脆弱生态区的生态脆弱性已有学者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郭兵

等［２３⁃２４］分别对青藏高原区和西北干旱荒漠区的生态系统脆弱性做了研究，结果表明青藏高原区的生态系统

脆弱性整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西北干旱区则处于中⁃重度脆弱状态，并且其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变化分异格

局与地形、气候（气温、降水等）、人口密度存在显著相关性。 彭建等［２５］以云南省永胜县为例用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衡量了滇西北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生态价值。 高旺盛等［２６］通过分析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发现生态环境脆弱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然存在，但远不足以维持系统的自我循环，才会导致生态环

境恶化趋势日趋严重。 目前，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脆弱区的脆弱性实证评价研究［２７］，对整个重点脆弱区

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较少。 生态脆弱区生态恢复是保证我国及生态脆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 因此，探析我国重点脆弱生态区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格局以及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

权衡与协同关系，有利于科学制定与实施我国重点脆弱生态区的生态系统管理政策［２１］，对与实现生态系统服

务效益最大化［２８］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战略需求［２９］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本文采用 ＲＵＳ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模型、ＣＡＳＡ（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Ａｍ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模型和 Ｉｎｖｅｓｔ 产水模型分别评估我国重点脆弱生态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土壤保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ＮＰＰ）和产水服务的时空分布格局特征，采用皮尔逊积矩（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法量

化不同服务空间上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并基于植被分布场数据（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ＶＣＦ）分析了生态

恢复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动态变化的影响，以期为大尺度的国家重点脆弱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优

化提供参考，为实现人类福祉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双赢”的目标而努力［６］。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图 １　 研究区概况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我国重点脆弱生态区包括北方风沙区、西北干旱

区、黄土高原区、青藏高原区和西南喀斯特区（图 １）。
其中北方风沙区位于我国北部的农牧交错带上，总面积

约 ６８ 万 ｋｍ２，以半干旱的草原生态系统为主。 西北干

旱区分布于贺兰山以西，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

和新疆全境的广大区域，面积约 １７６ 万 ｋｍ２，以山地和

荒漠生态系统为主。 黄土高原区位于我国中部偏北部，
面积约 ６４ 万 ｋｍ２，高原内大部分为厚层黄土覆盖，经流

水长期强烈侵蚀，逐渐形成千沟万壑、地形支离破碎的

特殊自然景观，严重的水土流失是该区域主要生态环境

问题。 青藏高原区位于我国地形的第一阶梯，平均海拔

４０００ ｍ 以上，面积约 ２５８ 万 ｋｍ２，是我国最大的生态脆

弱区；该区生态系统结构简单、抗干扰能力弱并且易受

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 西南喀斯特区是我国喀斯特地貌的主要分布区，面积约 １９３ 万 ｋｍ２，该区生态环境脆

弱易受人类活动影响。
１．２　 数据来源

气象数据包括降水、气温、日照时数等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ｈｔｔｐ： ／ ／ ｃｄｃ．ｃｍａ．ｇｏｖ．ｃｎ）；遥
感影像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ＭＯＤＩＳ 数据；ＤＥＭ 数据亦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ＡＳ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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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ＥＭ Ｖ２ 版数据，分辨率为 ３０ ｍ；土壤数据来自于采用基于世界土壤数据库（ＨＷＳＤ）的中国土壤数据集（ｖ１．
１）（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植被分布场数据来自 Ｘｉａｏ⁃Ｐｅｎｇ Ｓｏｎｇ 等人的研究成果［３０］（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３８ ／ ｓ４１５８６⁃０１８⁃ ０４１１⁃９）。 该数据是将地表表示为植被功能类型的分类组合，所采用的数据集主要来源

于高级超高分辨率辐射计（ＡＶＨＲＲ），该数据集组合了来自多个卫星传感器的光学观测，如中分辨率成像光谱

仪、Ｌａｎｄｓａｔ 增强型专题成像仪等。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土壤保持服务

本文的土壤保持量是以 ＴＭ、ＭＯＤＩＳ 等遥感数据为基础，结合气象、ＤＥＭ、植被和土壤类型数据，生成模型

中涉及的各项侵蚀因子、坡长坡度因子和人为管理因子，基于 ＲＵＳＬＥ 模型计算单个像元内的土壤保持量［３１］。
该模型适用范围广，可操作性强。

ＳＣ ＝ Ｒ × Ｋ × Ｌ × Ｓ × （１ － Ｃ × Ｐ）
式中，ＳＣ 为土壤侵蚀指数（ｔ ｈｍ－２ ａ－１），Ｒ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Ｋ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ＬＳ 为坡长坡度因子，Ｃ 为

植被覆盖因子，Ｐ 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１．３．２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本文主要基于 Ｐｏｔｔｅｒ 等建立的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Ａｍ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ＡＳＡ）模型，来计算重点脆弱生态区的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其估算方法如下［３２］：
ＮＰＰ （ｘ， ｔ） ＝ ＡＰＡＲ （ｘ， ｔ） ×e（ｘ， ｔ）

式中，ＮＰＰ 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ｇＣ ｍ－２ ａ－１），ＡＰＡＲ （ｘ， ｔ）为像元 ｘ 在 ｔ 月时，植被吸收的光合有效福射（ＭＪ ／
ｍ２），e（ｘ， ｔ）表示像元 ｘ 在 ｔ 月时，植被实际的光能利用率（ｇＣ ／ ＭＪ）。
１．３．３　 产水服务

本文生态系统产水服务，采用区域水量平衡法进行评价，利用区域水分的输入量降水与输出量蒸散发的

差值，得到区域生态系统的产水量［３３］。 该方法在全球不同气候类型的流域内进行了校正［３４］，所得结果较为

科学，计算公式如下：
Ｑ ＝ Ｐ － ＥＴ

ＥＴ ＝
Ｐ １ ＋ ω ＰＥＴ

Ｐ
æ

è
ç

ö

ø
÷

１ ＋ ω ＰＥＴ
Ｐ

＋ ＰＥＴ
Ｐ

æ

è
ç

ö

ø
÷

－１

式中，Ｑ 为产水量（ｍｍ），Ｐ 为年降水量（ｍｍ），ＥＴ 为蒸散量（ｍｍ），ＰＥＴ 为潜在蒸散量（ｍｍ），可采用 Ｈａｍｏｎ 潜

在蒸散法求得［３５］。 ω 为植被耗水系数，根据前人已有校正结果来设置［３６⁃３８］。
１．３．４　 生态恢复区的识别确定

植被分布场数据相比较于基于分类系统的土地利用数据能够更加具体量化地表的变化，它表示每个陆地

像素被 ＴＣ（ｔｒｅｅ ｃａｎｏｐｙ），ＳＶ（ｓｈｏｒ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和 ＢＧ（ｂ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覆盖的百分比，以此代表当地高峰生长季节

时的植被组成。 其中，ＴＣ 指的是树冠垂直投影覆盖的地面比例。 ＳＶ 表征除树木以外的植被覆盖的地面比

例，包括灌木，草本植被和苔藓，而 ＢＧ 表示未被植被覆盖的地表比例。 树木被定义为高度超过 ５ 米的所有植

被［３０］。 本文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６ａ 平台，采用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斜率（ＴＳｓｌｏｐｅ）估计［３９⁃４０］和 Ｍａｎｎ⁃Ｋｅｎｎａｌ 趋势检验［４１］的方

法分别获取重点脆弱生态区植被分布场的趋势变化情况，如果 Ｍ⁃Ｋ 检验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净变化为

０，如果趋势检验显著（Ｐ＜０．０５），则用趋势分析估计每个像元的净变化。 在人工种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的背

景下将 ＴＣ、ＳＶ、ＢＧ 的变化组合进行分类（表 １），将显著变化的像元分类（Ｐ＜０．０５），提取出表 １ 中前 ４ 种类型

为植被连续变化显著的区域，即生态恢复区。 其他变化不明显、没有变化以及植被覆盖度减少的区域为非生

态恢复区。 其中生态恢复区的面积约为 ２１４ 万 ｋｍ２，非生态恢复区的面积约 ５３６ 万 ｋｍ２（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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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研究区主要土地覆被变化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土地覆被变化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类型
Ｔｙｐｅｓ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土地覆被变化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类型
Ｔｙｐｅｓ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ＳＶ＋、ＢＧ－、ＴＣ＋ 荒漠化减弱∗∗∗ １００７３６ ＳＶ－、ＴＣ＋ 退耕还林，造林 ２０３３２８

ＳＶ＋、ＢＧ－ 荒漠化减弱∗ ９７２６０８ ＳＶ＋、ＴＣ－ 农用地扩张，毁林 ３９８０８

ＴＣ＋、ＢＧ－ 荒漠化减弱∗∗ ８５９３９２ ＢＧ＋ 荒漠化、城市化扩张 ４２１４４０

　 　 ＳＶ： 低矮植被 Ｓｈｏｒ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Ｇ： 裸地 Ｂ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Ｃ： 树冠 Ｔｒｅｅ ｃａｎｏｐｙ。 表中 ＳＶ＋ ／ ＳＶ－表示除树木以外的植被覆盖的地面比例增加 ／ 减

少；ＢＧ＋ ／ ＢＧ－表示未被植被覆盖的地表比例增加 ／ 减少；ＴＣ＋ ／ ＴＣ－表示树冠垂直投影覆盖的地面比例增加 ／ 减少；表中“∗”表示类别

图 ２　 重点脆弱生态区生态恢复状况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ｅ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１．３．５　 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及相关性量化方法

本文在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重点脆弱生态区 ３ 种服

务变化趋势的基础上，采用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６ａ 平台的

皮尔逊积矩（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法对生态系统服务权

衡与协同关系进行量化。 并利用可视化制图来量化其

空间差异。 利用 ｔ 检验的方法，将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

权衡与协同关系分为 ７ 类，即显著协同（ ｒ ＞ ０， Ｐ≤０．
０５）；较显著协同（ｒ＞０， ０．０５＜Ｐ≤０．１）；协同（ｒ＞０， Ｐ＞０．
１）；显著权衡（ｒ＜０， Ｐ≤０．０５）；较显著权衡（ｒ＜０， ０．０５＜
Ｐ≤０．１）；权衡（ｒ＜０， Ｐ＞０．１）；其余的为无相关。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分析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重点脆弱生态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整

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 ＮＰＰ 上升趋势最为明显，产水的

年际变化波动较大（图 ３：（ａ）、（ｂ）、（ｃ））。 具体而言，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重点脆弱生态区土壤保持服务的年平均

值为 １４２６．２４ ｔ ｋｍ－２ ａ－１，最高值在 １９９８ 年（１９３２．６０ ｔ ｋｍ－２ ａ－１），最低值在 １９９２ 年（１１５７．６０ ｔ ｋｍ－２ ａ－１）；ＮＰＰ 的

年均值为 ３７６．４３ ｇＣ ｍ－２ ａ－１，最高值在 ２０１３ 年（４１９．３７ ｇＣ ｍ－２ ａ－１），最低值在 ２０００ 年（３５２．７１ ｇＣ ｍ－２ ａ－１），多
年来平均以 ２．０４ ｇＣ ｍ－２ ａ－１的速率增长。 产水服务的年均值为 ２２５．９７ ｍｍ ａ－１，年际变化波动较大，最高值在

２０１５ 年（３０１．５８ ｍｍ ａ－１），最低值在 １９９２ 年（１７２．１９ ｍｍ ａ－１）。 从生态系统服务在时间上的变化关系可以看

出，产水量与土壤保持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协同变化规律。 ＮＰＰ 与其他两种服务在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年间均呈现出权衡变化规律。

从图 ３（（ｄ）、（ｅ）、（ｆ）））可以看出，土壤保持量在各个子区域中的年际变化较缓和，西南喀斯特区的土壤

保持量明显高于其它区域，也是年际变化量最大的区域，其他从高到低依次为青藏高原区、黄土高原区、北方

风沙区和西北干旱区。 ＮＰＰ 在各个子区域中的年际变化都不显著，西南喀斯特的 ＮＰＰ 服务量明显高于其它

区域，其次是黄土高原区，最低的是西北干旱区，北方风沙区和青藏高原区不相上下，但北方风沙区的年际变

化大于青藏高原区，这主要是因为北方风沙区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大。 对于产水服务而言，各区域年际波动

变化较其它两种服务大，其中变化较大的是西南喀斯特区和黄土高原区，西北干旱区的均为负值且变化不大，
北方风沙区的值在－１００～１００ 之间波动且小于 ０ 的年份要多于大于 ０ 的年份。

在空间特征上（图 ４），３ 种服务都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特征，变化趋势在不同区域表现不同，图中的变化量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Ｐ＜０．０５）。 土壤保持服务各个子区差异较小，相对高值区位于青藏高原区的东南部和西

南喀斯特区；土壤保持量明显增加的地区几乎没有，减少较明显的地区除了青藏高原西北部连片分布以外，其
它分布较散。 ＮＰＰ 的值明显呈现出南多北少分布特征，高值区和低值区集中连片的分布；黄土高原区和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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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生态系统服务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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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小范围地区是变化量的高值区，大部分地区基本不变。 产水服务的空间差异相对较小，西
北干旱区、和北方风沙区是相对低值区，高值区分布在青藏高原区南部和西南喀斯特区的东部；整体上以基本

不变为主，主要变化的区域在青藏高原区和西南喀斯特区。 这种分布特征与我国水热分布和地理环境的差异

有很大关系。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时空动态变化

本文对整个重点脆弱生态区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两两服务间的相关系数进行了动态趋势分析，图 ５ 的相关系

数均经过显著性检验（Ｐ＜０．０５）。 从整个重点脆弱生态区的年平均水平来看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关系数均

大于 ０，说明整个重点脆弱区生态系统服务以协同为主，并且协同关系均呈减弱的趋势。 其中协同性降低速

度最快的是产水与 ＮＰＰ（平均下降速率为 ５．７％）。 变化较慢的是产水与土壤保持，并且产水与 ＮＰＰ 整体上的

协同性较其它两者较高，平均相关系数为 ０．３２。 总之，２６ 年来重点脆弱生态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整体表现为协

同减弱的趋势。
在空间上（图 ６），就土壤保持与产水而言，整体上以显著协同为主，西北干旱区部分地区出现权衡关系；

对于土壤保持与 ＮＰＰ，西北干旱区的大部分和青藏高原的北部以及北方风沙区的大部分地区为无相关关系，
在青藏高原南部和西南喀斯特区较显著权衡和权衡关系交叉分布，黄土高原区以协同关系为主；ＮＰＰ 与产水

在西北干旱区的大部分和青藏高原的北部以及北方风沙区的大部分地区为无相关关系，在黄土高原地区以协

同关系为主，而西南喀斯特区以显著权衡以及权衡关系为主。
就各个子区域的具体差异而言，在土壤保持与产水方面，各子区域的显著协同关系占该区总面积的比例

都在 ６５％以上（图 ７），其中黄土高原最高（８６．０４％），三种等级的权衡关系在各区的所占比例都非常小（１％左

右）。 在土壤保持与 ＮＰＰ 方面，各子区中无相关关系所占比例较大，最高的是西北干旱区（８３．０１％），在黄土

高原区域内协同关系的分布面积占 ５０．５４％。 这与黄土高原极易被侵蚀的土壤类型有关，该区的土壤保持和

ＮＰＰ 表现出比其它区域较明显的相互增益的协同关系。 此外，西南喀斯特区的权衡关系也较明显，占该区的

４７．０１％。 在 ＮＰＰ 与产水方面，除了无相关关系分布较广以外，黄土高原的协同关系较突出（占 ３８．４８％），西南

喀斯特的显著权衡关系和权衡关系较明显，分别占该区的 ３０．８４％和 ４６．６０％。 总之，５ 个子区整体的生态系统

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与整个重点脆弱生态区的一致，都是以协同关系为主。
２．３　 生态恢复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的影响

植被分布场数据的显著变化归因于直接的人类活动和自然驱动因素，Ｘｉａｏ－Ｐｅｎｇ Ｓｏｎｇ 等人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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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重点脆弱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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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重点脆弱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时间变化趋势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ｉｎ ｋｅｙ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５

中国北方区域 ＶＣＦ 的变化中受人类活动直接影响的超过了 ７５％［３０］。 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我国采取不同

的生态工程来改善一些脆弱的生态环境，比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等，这
些一系列工程均影响我国 ＶＣＦ 的变化，从而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本文在大规模

人工种植改变植被分布的背景下来提取生态恢复区和非生态恢复区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分析其权衡与协同关

系的动态变化（图 ８），探讨生态恢复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变化的影响。
在生态恢复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协同是指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趋势相同，共同增长或减弱；

权衡是指不同服务之间的变化趋势相异［１３］。 ２０００ 年前，恢复区的产水与 ＮＰＰ 为协同关系（相关系数为 ０．
２１），而非恢复区为权衡关系（相关系数为－０．０３），２０００ 年之后恢复区和非恢复区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差异减

小。 土壤保持与 ＮＰＰ 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在恢复区和非恢复区的差异最大，恢复区的土壤保持与 ＮＰＰ 的协同

程度（相关系数为 ０．２５）要远大于非恢复区（相关系数为－０．００４），这表明生态恢复工程增强了土壤保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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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相关系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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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ＰＰ 之间的协同关系，伴随着 ＮＰＰ 的增加土壤保持也不断增加，彼此之间相互促进。 土壤保持与产水在生态

恢复区与非生态恢复区均为协同关系，但两者的差异较小（相关系数均约为 ０．２）。 整体上恢复区的生态系统

服务的协同程度要大于非生态恢复区，且协同关系总体呈减弱的趋势，但因为非恢复区的生态系统比较稳定，
而恢复区的生态系统处于恢复阶段，自我调节能力和稳定性较差，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稳定且完整的生态系

统［４２］。 所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恢复区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程度与非恢复区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就各个子区而言（图 ９），每个子区的土壤保持与 ＮＰＰ 无论在恢复区还是非恢复区都是协同关系，除了西

北干旱区内恢复区的协同程度低于非恢复区外，其他子区内恢复区的土壤保持与 ＮＰＰ 的协同程度均高于非

恢复区。 这说明了生态恢复工程增强了重点脆弱生态区的土壤保持和 ＮＰＰ 的协同关系。 对于产水与 ＮＰＰ
而言，除了北方风沙区基本为无相关以外，其他子区恢复区内均为权衡关系，并且权衡关系均成减弱趋势，说
明生态恢复减弱了各子区产水与 ＮＰＰ 的权衡关系，北方风沙区、青藏高原区、西北干旱区的土壤保持与产水

在恢复区的协同程度均高于非恢复区；黄土高原区在恢复区和非恢复区的土壤保持与产水的相关系数均在±
０．０１ 范围内，但恢复区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有向协同转变的趋势；西南喀斯特区的土壤保持与产水表现为权衡关

系，从动态变化来看，恢复区权衡程度减弱的趋势明显高于非恢复区，这表明生态恢复减弱了该区土壤保持与

产水的冲突关系。 总之，从整体上看，生态恢复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程度大于非生态恢复区，权衡关系减弱

的趋势高于非生态恢复区，即生态恢复对于生态系统加强协同减弱权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符合生态系统

服务加强协同、减弱权衡的生态管理目标［４３］。 但有些区域仍需进一步调整生态工程加强对生态系统的管理。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讨论

生态系统具有尺度效应［４４］，不同等级时空尺度上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效益差异较大［４５⁃４６］。 目前对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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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各子区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关等级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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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重点脆弱区生态恢复区和非生态恢复区生态系统服务间相关系数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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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各子区生态恢复区和非生态恢复区生态系统服务间相关系数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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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

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多集中在局地尺度上的时空动态分析及空间表达上，对大尺度上生态系统服务

及其权衡与协同关系在长时间序列上的时空变化的分析较少［３］。 本文定量测算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我国重点脆

弱生态区的土壤保持、产水、ＮＰＰ 三种服务，分析了这三种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及其生态恢复

工程对其造成的影响。 结果表明我国的生态恢复工程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个别区域效果

依然不理想，例如西南喀斯特区，生态恢复工程还需调整，以此来保障生态恢复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生态恢复

工程通过改变生态系统格局对生态系统服务有一定的影响，但生态系统服务还受其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例如全球变化［４７］人类社会相应政策［４８］、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４９］ 等因素的影响。 ＭＡ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将

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四大类，包括支持服务，供给服务，调节服务以及文化服务［１］。 本文仅涉及到供给、调节

和支持服务，并不能完全代表重点脆弱生态区的全部生态系统服务，比如北方风沙区以防风固沙服务为主，可
以减缓风沙对京津冀地区造成的危害。 而且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子区域上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

协同关系与整个重点脆弱生态区上的并不一致，例如整个重点脆弱生态区的 ＮＰＰ 和产水整体上表现为协同

关系，但在西南喀斯特区却是权衡关系为主。 这主要是因为各个子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差异较大，所以在宏观

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探讨不同子区各种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在多尺度上进行多种类型生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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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并深入探究影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的其他因素将成为未来研究

的重要方面。
３．２　 结论

（１）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我国重点脆弱生态区的土壤保持、ＮＰＰ 及产水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格局，并整体上有

增加的趋势。 ３ 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总体上呈协同关系，且协同关系呈减弱的趋势，在各子区域上，土壤保

持、ＮＰＰ 及产水三者之间以协同关系为主，面积占比均在 ６５％以上。 但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空间异质性。 我

国重点脆弱生态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在进行生态系统管理时，需要同时考虑到整体与局部空间的不同，以制定

更为合理的生态保护政策。
（２）恢复区和非恢复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总体上表现出协同关系，并且恢复区的相关系数总体上高于

非恢复区，说明生态恢复工程对生态系统服务有一定的影响。 不过生态恢复工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在制定生态恢复工程时，应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前景。
（３）各子区域的统计结果表明，生态恢复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程度大于非生态恢复区，动态变化上权

衡关系减弱的趋势高于非生态恢复区。 但各个区域内又存在差异，所以在制订或完善生态恢复工程时应在把

握整体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各子区的特征，让生态恢复工程更好的推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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